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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再思考

王智勇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28)

摘 要: 城市人口的增长与城市形态和产业结构演变有着密切联系，对特大城市人口的调控需要从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随着城市形态的演变，特大城市已经由单一中心城市演变成多中心的大都市区和城市群，城乡劳动力市场

的发展也突破了行政边界。另一方面，特大城市均已经完成工业化，转变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这些变

化使得特大城市的人口调控需要从其所在的大都市区和城市群范围加以考虑。借鉴 OECD 提出的城市功能区理

念，基于普查数据和地理数据，文章构建了中国城市功能区体系。在此基础上，明确特大城市所在都市区的范围，

并对一线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人口演变进行分析。统计数据表明: 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人口已经由快速增长转

变为低速甚至负增长，人口规模也已趋于稳定。当前特大城市人口问题主要体现为结构不平衡，因此，特大城市人

口调控的关键在于推动中心城区人口的疏解，促进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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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研究日益增

多，大致可以分成两派: 一派主张按市场规律办事，

即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结果，特别

是产业演变的结果，政府不应加以干预［1］; 另一派

则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资源有限，特别是财

力不足，无法满足巨大人口规模所需的各种城市公

共服务，并且随着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各种城

市病日益突出，加大了政府管理的难度，因而政府应

加以管理［2］。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绝大多数

研究都仅从单一城市来看待城市人口规模问题; 而

现实情形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

化进程加快，都市圈和城市群日益以新的形态出现，

因此，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问题显然应突破原有的

单一城市框架，把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纳入都市区

和城市群的框架来考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

城市的组织形态和空间形式也在变化。大城市的发

展，参照资源最优配置和环境功能整合的原则，在客

观上构成了由中心城市及周边城镇相结合的都市

圈，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空间单元，城市的

竞争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区域或城市集团的

竞争，而都市区( 圈) 也是全球化分工、合作以及竞

争过程中的基本单位［3］。换言之，城市化发展已进

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大都市区发展阶段，更加强

调城乡融合发展和地域功能分工［4］。从历史的角

度看，二战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

速推进，以及不同层次、不同地域大中小城市产业结

构的重塑和空间结构的优化，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

市圈或城市群体已逐渐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核

心载体。综观世界，几乎所有特大城市的传统单中

心结构趋向于消融，在更大的地域空间内逐步演化

为多中心结构的都市区［5］。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城

市不再以个体的形式单独发展，而是以城市群这样

综合发展的统一体的形式出现，并参与到区域竞争

中。城市群在整个国家战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中国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自

2000 年以来城市化的加速，促进了大都市区和城市

群的发展。当今城市群已成为全新的国家参与全球

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其发展深刻影响

着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对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要

求重视和加强城市群的发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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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以城市

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

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

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就此，对于城市群的规

划和建设问题被提到了重要的议程之上。实际上，

自 2015 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就已经明确了京津冀城

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海西城

市群等诸多城市群规划，全国主要的特大城市均已

被纳入各个城市群之中，并且作为核心城市驱动着

城市群的发展。因此，对于特大城市人口调控问题，

也势必需要从都市圈和城市群的角度来进行，实现

特大城市人口经济的协调发展。
本文的安排如下，首先阐述特大城市与城市群

的联系，其次运用国际通行的划分方法对中国的都

市区加以划分，构建中国基本的城市群，然后，重点

阐述以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为核心的超级都市区人口

与产业变化的关系，阐明人口随产业演变而变动且

一线城市人口增长已经显著放缓的现状。最后，立

足于城市群和都市区理念和规划，进一步阐述特大

城市人口调控应突破行政边界，遵循城乡一体化发

展规律，重点在于疏解人口而非控制人口。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疏解特大城市人口的政策建议。

一、特大城市与城市群

城市群与城市密切相关，其以城市为基础，尤其

是以大城市为核心，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城市发

展的高级形态。几乎所有的城市群问题都围绕着城

市本身来展开，一切与城市有关的问题也必然会体

现在城市群之中。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

态，在城镇化格局中具有“纲举目张”的独特作用。
因此，在城市群规划中，要科学划定城市群范围，合

理确定城市群及各城市的定位。城市和城市群的研

究离不开最基本的定义，从另一角度看，这实际上也

是城乡划分问题。只有明确了城市的定义，才有可能

进一步划分出城市的核心区域和外围区域，构建都市

区( 圈)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城市的影响范围和内部的

人员、货物及资金的流向，从而逐步构建城市群。
对城镇化的不同理解和判断显然会带来不同的

政策主张。在现今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城市并非

独立的区域，大都与周边区域保持密切往来，中心城

市与周边区域密切关联而形成的区域常常被称为都

市圈( 区) ，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7］。国际上对都市圈( 区) 的划分标准通常主要

包括美国的统计标准、日本的通勤标准和英国的劳

动力市场标准等［8-9］。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都市区界

定中都有通勤人口这一项指标［10］。国内学术界对

都市区的认识有相当一部分强调其是一种城市功能

地域，由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中心城市和与之有密

切联系的周边城市、城镇或县域组成，并强调了中心

和外围 之 间 双 向 互 动 的 经 济 联 系［11-12］。都 市 圈

( 区) 在城市管理、城市规划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

但中国官方尚未加以界定。国内许多学者对都市圈

( 区)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借鉴国际划分标准对中

国的都市圈进行了相应的界定［13-20］，得出了不同数量

的都市圈。然而，国内现有研究偏重于大都市区的核

心城市研究，而较少关注纵深区域［21］，尤其是没有采

用国际可比较标准进行都市区界定。并且多数研究

关注于一个中心城市对周边的影响，而现实中存在的

情形往往是多个中心城市交织在一起对周边区域共

同作用，形成城市群，这种情形无论是在京津冀、长三

角还是珠三角都很典型。因此，系统地研究都市圈

( 区) 和城市群，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在信息经济时代具有

明显的优势。一方面，要求工业化时代的各种产业

经济要素向外扩散; 另一方面，要求信息化时代的各

种高层次经济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以推动城市结

构的 更 新 和 重 塑，从 而 加 快 大 都 市 圈 的 演 化 进

程［22］。城市群这种区域性集中发展模式已被世界

各国广泛采用，以克服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各种

障碍，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国家，城市集群化发展已成

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战略［23］。在后工业化时

代，城市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导，而服务业的发展必然

会拉动中心城市功能的有序扩散，从而带动中心城

市周边城镇经济的发展，为大都市区经济空间的形

成奠定产业基石。日本城市群产业在城市群中呈现

出圈层化的逆序分布形态。以东京城市群为例，城

市群核心主要是第三产业，中间环状地带主要是第

二产业，外圈层则主要是第一产业［24］。

二、中国都市区和城市群划分

早在 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就提出要建

设若干城市群，旨在持续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不过规

划中并未明确城市群的具体构成。目前，已知城市

群的划分来源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而城市群

到底应该如何构成? 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深入的

研究，但国家针对城市群发展的若干政策已经陆续

出台，国家发改委自 2015 年起也批复了包括长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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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哈长城市群规划和成渝城市群

规划等多个城市群规划，然而这些城市群之间是否

真的已经形成紧密联系尚缺乏学理的解释。都市圈

和城市群在促进经济增长，带动地区实现产业升级

和产业集聚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5］，科学合

理的都市圈和城市群政策也势必会有效推动经济发

展。城市群规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打破行政区划限

制，在城镇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面实现合作共赢，

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现共建共享，在

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实现统筹协调。当前

国内对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研究缺乏对中心城与外围

地区之间的通勤率阈值和外围地区人口规模及密度

标准等问题的深入研究［4］。
城市化的过程通常被定义为城市人口相对于农

村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实际上，准确地定义城市

和农村并非易事，因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界限往往

并不明晰，城市与农村的犬牙交错使得情形更复杂。
特别是要准确地定义城市边界，往往需要借助于复

杂的手段，比如在发达国家采用遥感卫星影像来准

确测算城市边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等

收入国家，在界定城市的过程中，除了采用人口密度

这一常用指标以外，还采用从事非农产业人口的比例

等辅助指标来加以界定。因此，不同国家在考虑城乡

划分时标准不一，这就使得国家之间城市化的比较难

以进行。即使是按照单一的人口密度指标测量，城市

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差异仍然非常显著，因为各国城市

和农村的密度标准显然不同。纵使在一个国家内部，

由于城市区域往往会突破行政边界，但数据的统计却

是基于行政边界，这使得城市间的比较依旧困难。
基于这样的一种现实考虑，在欧盟的支持下，经

合组织( OECD) 推出了“城市功能区”( Functional
Urban Area，FUA) 的概念，旨在提供一套标准化的

城市测量方法，以便可以在国家之间比较城市的相

关问题。这种方法强调的是城市的实际经济联系，

而不是行政边界，因为影响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主

要因素包括距离、网络、引力以及活动偏好［26］。考

虑到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现实差异性，OECD 的“城市

功能区”在不同国家之间有不同的门槛值，但在其

他方面基本相同，从而使得国家之间的比较成为现

实。城市功能区主要考虑人口密度、人口规模和通

勤模式，因而，关注的重点是一体化的城市劳动力市

场，即城市的中心区域与周边区域之间是否存在着

密切的经济往来，这种经济往来通常可以通过通勤

流加以测量。

OECD 提出的城市功能区划分有 3 个关键步

骤，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步，确定核心区。通过格网( grid) 人口数

据来确定城市核心区。城市核心区由相邻的市镇构

成，这些市镇至少有 50%的人口都生活于高密度聚

集区 内。高 密 度 聚 集 区 定 义 为 由 人 口 密 度 至 少

1 500 人 /km2 ( 美国和加拿大由于地广人稀，这一标

准降为 1 000 人 /km2 ) 且总人口至少 50 000 人( 日

本、韩国和墨西哥由于人口密集，这一标准提高为

100 000 人) 的相邻公里格网组成。
第二步，合并核心区。在通勤数据的基础上，把

不相邻的核心区纳入相同的城市功能区。若 2 个城

市核心区任意一个的劳动人口有超过 15% 在另一

个核心区工作，则可以认为这 2 个核心区是一体化

的，可以归入同一都市区内( 多中心城市也纳入考

虑范围) 。城市功能区的划分恰恰认可了多中心城

市—区域的组织形态。
第三步，确定城市外围区。在核心区以外，城市

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来源区”由那些把 15% 或以

上劳动力输送到核心区就业的市镇组成。围绕某个

单一城市功能区的市镇将被纳入考虑范畴，而那些

不相邻的市镇则加以舍弃。
可见，城市功能区是由核心区和外围区构成的，

而外围区往往可能会突破行政边界。这种方法也使

得确定一个城市功能区是单一中心还是多中心成为

可能，不仅如此，也有助于确定城市集中的程度。正

是由于能够更好地测量城市化的进程并方便国际比

较，一 些 研 究 逐 渐 转 向 了 中 国 的 城 市 功 能 区 划

分［27-28］。不过，对于城市区域的划分标准仍旧是一

个难点，尤其是如何来根据通勤数据确定核心区和

外围区，主要的障碍在于中国并没有现成的通勤数据

可用，不仅如此，公里格网人口数也无法获得( 尽管通

过拟合的方式可以近似地获得，但结果并不准确) 。
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与其周边区域的密切

联系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中一个不争的事

实。这种现象也充分体现了城市体系的基本特征，

即城市与城市之间存在着人员、货物、资金和数据的

密切往来。都市圈是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特大城市

以其强大的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大中小城市发展，从

而形成具有一体化特征的城市功能区［29］。综合国

际经验看，通勤区背后所蕴含的统一劳动市场才是

都市区的本质之所在［10］。然而，人们居住与工作的

距离不可能无限地拉长，因为通勤的成本制约着这

一距离。换言之，即使没有通勤数据，仍旧可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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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交通条件和地形地貌特征来测算出一个

合理的通勤距离，从而估算出每个城市的通勤区域，

对中国而言，这也是目前情形下的一种次优选择。

通过细致的计算和基于最大信息基础上的判

断，本文得到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功能区划分结果，其

在全国的分布如图 1 所示。

资料来源: 作者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 ArcGIS 绘制

图 1 中国城市功能区划分结果

①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6》，经作者计算所得。

从图 1 可以看到: 都市区的分布在空间上呈现

非常不均衡的格局，华北、东北、山东、江苏、广东等

区域的都市功能区很密集，广袤的西北地区则较少

有城市功能区。东北三省过去作为中国的重工业基

地，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由于铁路和公路网的修建

与完善，人口的集聚促成了大量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使得东北三省成为中国城市最为密集的区域。东部

城市功能区带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已经在过去的 30
多年间得到充分体现，而西部缺少城市功能区，这可

能是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甚至与东部地

区差距日益扩大的特征也同样在过去 30 多年间得到

印证。由此可见，城市和城市功能区在促进地区经济

增长中的作用非常显著。图 1 还显示: 目前国家制定

的城市群和城市带规划( 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

市群、成渝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 全

部都位于城市功能区中，但已有的规划显然没有把全

部城市功能区包括在内，例如，新疆和云南等地区的

城市功能区都没有被纳入国家城市群的规划之中，这

意味着在已有规划之外，还应制定出适当的政策来促

进城市功能区的发展壮大，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明确中国的城市功能区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明

确了中国的都市区( 圈) 和城市群，这使得中国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有了更加清晰的抓手。在经济全球化大

背景下，城市群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

和潜力的增长点，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承接产业转

移的核心地域单元［30］。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国际

环境下，中国经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之际，通过城镇

化建设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一项重大决策。明确并制定合理的城市群发展

战略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而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则

给决策参考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支撑和数据基础。
城镇化非常重要的格局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要协调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城市群是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但城市群绝不

仅仅是城市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加深

而产生集聚效应。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 年，京津

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 5. 2%的国

土面积集聚了 23. 0%的人口，创造了 39. 4%的国内生

产总值①，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火车头，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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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

三、基于大都市区和城市群之上的特大

城市人口规模再思考

城市功能区的划分，也为研究中国的城市体系

和城市规模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基础。有关中国城镇

化过程中不同规模城市的发展战略一直存在争议，

即到底发展何种规模的城镇对中国来说是最为有利

的。有研究提出: 城镇化优势正在从特大城市向中

型城市转移，中国的城镇化以发展中型城市为主将

带来更大效益［31］。有的研究甚至将优化的城市规

图 3 北京大都市区边界

模定位于人口 250 万 ～ 700 万的中大型城市与大城

市［32］。《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中提

出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思

路。如前所述，城市并非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与周边形

成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整体，因而谈论城市规模

问题，采用城市功能区比城市本身更具有合理性。
从图 2 可以看到，从城市功能区的角度看，中国

的大城市并不像人们想象的规模那么大，甚至可以

说，尚未达到其应有的理论值，相比之下，中国的中

等规模城市功能区比较符合预期，而中小城市功能

区则呈现略有过多的趋势。从 2000—2010 年，超大

型城市功能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中等规模及以

下的城市功能区基本保持不变，但即使如此，超大型

都市区仍然在理论预期线之下，未达到应有水平。
因而，可以说，当前中国的超大型都市区仍需要充分

图 2 中国城市功能区规模—位序

发挥他们在集聚人口和经济方面的强大吸引力。
具体到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 4 个城市，国

家明确规定了其人口规模的上限，如果联系到各自

所在的城市功能区和城市群，那么人口规模控制就

需要有另一番考虑。
由图 3 可以看到，北京大都市区并不仅仅是北

京市的行政边界范围，而是包括了河北和天津的一

部分市县。
同样，上海大都市区边界也不仅仅限于上海市

行政边界，而是包括了江苏和浙江的一部分市县，如

图 4 所示。
而广州大都市区和深圳大都市区同样突破了各

自的行政边界，而且 2 个大都市区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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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上海大都市区边界

图 5 广深大都市区边界

由表 1 可以看到，截至 2010 年，在以一线城市

为核心的四大都市区中，广州、北京和深圳 3 个大都

市区的人口规模基本相当，而上海大都市区人口规

模明显高于其他 3 个大都市区。人口密度最高的是

深圳，其次是上海，而北京人口密度最低。如果北

京、上海和广州大都市区都按深圳大都市区的密度

标准计算，那么其人口将分别达到 6 367. 84 万人、
3 739. 08 万人和 5 767. 11 万人。从这个角度看，北

京和广州大都市区都还有很大的人口聚集空间，这

也与北京和广州大都市区拥有较大的面积密切相

关。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都市区的北部和西部为

山区，这些区域不可能承载与平原地区一样的人口。
如果按照上海大都市区人口密度的标准计算，那么

广州和北京大都市区的人口将分别达到 5 244. 96
万人和 5 791. 296 万人。同样地，相比于现有的人

口数量，北京和广州大都市区都还有很大的人口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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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空间。
如果把一线大都市区放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比

较，可以看到，其人口密度明显低于东京和首尔都

市圈，其中北京和广州还没有达到纽约和伦敦都

市圈的人口密度标准。如果按照纽约都市圈人口

密度的标准计算，那么广州和北京大都市区的人

口将分别达到 3 919. 67 万人和 4 327. 96 万人( 见

表 2 ) 。

表 1 北上广深大都市区面积与人口比较

都市区
涵盖县

区数量 /个
面积 /

km2

户籍人口 /万人 常住人口 /万人 人口密度 / ( 人·km－2 ) 人口增长 /%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户籍 常住

上海大都市区 32 15 181 1 895. 3 2 366. 0 2 316. 5 3 401. 0 1 526 2 240 24. 8 46. 8

广州大都市区 26 23 415 1 414. 4 1 595. 4 1 924. 0 2 496. 8 822 1 066 12. 8 29. 8

北京大都市区 29 25 854 1 585. 3 1 772. 6 1 833. 0 2 490. 7 709 963 11. 8 35. 9

深圳大都市区 11 9 445 486. 3 691. 6 1 705. 3 2 326. 2 1 805 2 463 42. 2 36. 4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划分结果和五普六普数据计算

表 2 世界主要大都市圈人口、土地比较

区域 土地面积 /km2 人口 /万人 人口密度 / ( 人·km －2 )

上海都市圈 15 035 3 522( 2014 年) 2 343

北京都市圈 25 996 2 491( 2010 年) 963

广州都市圈 19 272 2 497( 2014 年) 1 296

深圳都市圈 7 948 2 393( 2014 年) 3 011

东京都市圈 8 592 3 497( 2010 年) 4 070

首尔都市圈 4 673 2 245( 2010 年) 4 804

纽约都市圈 9 882 1 654( 2010 年) 1 674

伦敦都市圈 6 921 1 179( 2010 年) 1 704

巴黎都市圈 12 089 1 169( 2010 年) 967

数据来源: 上海、深圳相关数据来自相应统计公报，北京、广州数据来自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国外都市圈数据来自

OECD 官方网站

人口的变化在不同的大都市区之间既存在相似

的特 征，也 有 明 显 的 差 异，数 据 表 明，2000—2010
年，四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基本相同，年均增长约

1. 4% ( 见表 3) 。然而，从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的结构

看，又有明显差异。北京和上海大都市区的人口增

长以核心城市明显快于外围区域为特征，而广州深

圳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呈现核心城市与外围区域趋

同增长态势。此外，2010 年以来，北京和上海人口

增长的态势明显趋缓，特别是 2016 年以来，人口增

长非常有限，根据最新的统计公报，2017 年末，北京

市常住人口 2 170. 7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2. 2 万人，

下降 0. 1%，为 2000 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17
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为 2 418. 33 万人，比上年末减

少 1. 37 万人。而广州和深圳人口增长的趋势则略

有提升。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由产业发展变

化所引起的人口变化。以“十二五”期间一线城市

二三产业增长情况看，广州和深圳的发展明显快于

北京和上海( 见图 6) ，不仅如此，广州和深圳作为大

都市区的核心城市，其产业转型升级较周边区域快，

而周边区域仍在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因而对外来人

口会有更强的吸引力。

表 3 北上广深大都市区人口变化比较

区域
2000—2010 年人口

年增长率 /%
2010—2017 年人口

年增长率 /%

北京 3. 7 1. 402

上海 2. 8 1. 259

广州 1. 394 1. 46

深圳 1. 472 1. 544

北京大都市区 1. 431

上海大都市区 1. 469

广州大都市区 1. 404

深圳大都市区 1. 432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五普六普数据和城市统计公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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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一线城市“十二五”期间第二三产业增长率比较

同样位于珠三角地区，广州和深圳人口的变化

情况却也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说与产业结

构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图 7 深圳市第二产业 GDP 比例变化与人口增长

从“六五”时期到“九五”时期，深圳人口增加迅

速，年增长率远在广州之上，相反，广州的人口增长

率从“七五”以来就保持了平稳的态势，虽然在“八

五”时期也有相对较快的增长阶段，但总体上呈现

递减的趋势( 见表 4) 。

表 4 广州和深圳人口增长速度比较

时间段
常住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 /%

深圳 广州

“六五”时期 21. 5
“七五”时期 13. 7 1. 47
“八五”时期 21. 8 1. 49
“九五”时期 9. 3 1. 44
“十五”时期 3. 4 1. 42
“十一五”时期 4. 6 1. 44
“十二五”时期 1. 9 1. 38

数据来源:《广州统计年鉴》和《深圳统计年鉴》

可以看到，深圳人口快速增长时期也正好是第

二产业迅速发展和扩张时期，自 2005 年起，深圳第

二产业比例呈现下降趋势，而人口的增长速度也随

之明显下降( 见图 7) 。
相比之下，广州市的第二产业自 20 世纪 70 年

代末以来就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故而其人口的增

长也呈现稳步而平缓的增长趋势( 见图 8) 。
由此可以看到，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人口的增长

已经达到顶峰，未来也不太可能会有人口的急剧增

长，人口只会缓慢增长，甚至有可能转为负增长。正

是从这个角度讲，对一线城市人口调控的必要性实

际上正逐渐丧失。但以一线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

人口的增长仍有可能保持较快态势，特别是广州和

深圳大都市区，由于其周边县市仍以第二产业为主

导产业，故而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仍会吸引一定规

模的外来人口。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周边县

市的发展，也给了核心城市人口疏解的渠道，即通过

加强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来引导人口向外围

区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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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广州市第二产业比例变化与人口增长

一线城市人口问题并非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

问题，即人口的空间分布严重失衡，这才导致了诸多

的大城市病。如前所述，放眼全球主要大都市区，北

上广深大都市区的人口密度并不高，尤其是与东京

和首尔大都市区相比。但若仔细看大都市区的人口

空间分布，那问题也就显现出来了。从人口分布的

角度看，国际大都市均呈现从中心向外围扩张的态

势，逐渐形成规律性的圈层空间结构。以纽约为例，

纽约大都市圈由内而外分成 4 层，分别称为城区、内
环、中环和外环，各层人口比例分别为 37%、23%、
28%和 12%。伦敦都市圈分成内伦敦和外伦敦，人

口比例分别为 40%和 60%。可见，中心城区人口比

例以不超过 40% 为宜。但上海中心城区人口比例

接近 50%，北京五环内聚集的人口也接近 50%，可

见，中心城市聚集人口过多，这是许多大城市问题的

症结所在。上海都市圈、上海市、上海中心城人口密

度差异非常大，人口密度分别为 2 343 人 /km2、3 814
人 /km2 和 16 000 人 /km2。与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内

外大都市圈核心区域比较，可发现上海中心城( 外

环内) 人口过密，其过密程度在全球居于前列。而

中心城之所以呈现人口过密状态，原因主要在于城

市功能和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过度集中①。

① 张车伟，王智勇，蔡翼飞． 上海市人口调控研究［Ｒ］．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15．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市人口的变化与产业的演变密切相关，也与

城市发展所处的特定形态紧密相连。在城市发展过

程中，第二产业曾经长期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

驱动力，第二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也吸引了大量的外

来人口，而当城市转变为由第三产业主导时，外来人

口的增长日趋减少，城市人口规模达到顶峰或进入

稳定期，因此，随着产业转型升级达到应有结构，特

大城市的人口上限问题也无需过多担忧。而且，随

着城市功能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由单一城市功

能向大都市区和城市群转变，人口调控的思路也需

要重新考虑，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应基于大都市区和

城市群，而不是基于单一城市。从大都市区的角度

看，与国际主要大都市区相比，北上广深为核心的大都

市区人口仍有较大增长空间，而人口从核心城市向外

围区域疏解本身也是人口调控的一种顺势而为的积极

思路。
大都市区的人口问题并非体现于总量，而是体

现于结构问题，因此，采取积极的疏解举措，减少中

心城区人口密度是当务之急。放眼于整个大都市

区，特大城市应积极推进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引导人口由中心城市向外围转移。大都市圈基础设

施建设应以交通先行为主，公共资源合理空间配置

为辅，适应疏解特大城市非核心功能的需要，促进人

口从中心城区向外围区域疏散。特别是北上广深一

线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应立足于国际视野，打造

一体化交通网络，形成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重点是

建设衔接好国家级通道，建立起便捷、高效的集疏运

网络和完善的临空经济区交通体系［33］。研究表明:

仅仅改善交通而不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只会使人口

更多地向中心城区集聚，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有效

疏解人口。值得注意的是，特大城市在向外扩张的

同时，相应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应适时跟进，合理

配置，才能促进人口的空间优化。
特大城市人口疏解应努力促进职住平衡和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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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从而促进人口的均衡分布。郊区新城应积极

承接产业转移，解决职住分离问题。在疏解特大城

市中心城非核心功能的过程中，应发挥生产要素价

格相对低廉优势，按照整体功能定位，积极对接核心

城市产业转移，合理规划产业布局。选择在人口居

住密度高且规模较大的区域，特别是条件较好的外

围区域布置相关产业，吸引就业人口从中心城区向

郊区新城和外围区域转移。加强新城和外围区域的

公共服务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要使新城发挥聚集

人口的作用，不仅需要有足够的就业岗位、良好的交

通条件，更需要有完善的教育和医疗、商业、休闲娱

乐等公共资源和服务设施。为了实现新城的可持续

发展，应建立完善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注重提

高土地的使用效率，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
对照已有的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国城市群的发

展仍需要有更为细致的政策来推动。目前国家推出

的城市群发展政策包括了比较突出的一些城市群，

但并未把一些业已形成，且具有潜力成为有影响的

城市群包括在内，而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群和都市

圈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若能有相应的

政策扶持，则势必会有力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采用城市功能区比采用按行政区划的城市来衡

量城市规模更为合理，瞄准机制更为可靠。根据城

市功能区的划分结果，中国的超级大都市区仍有一

定的发展空间，国家仍需促进超级大都市区的发展，

以充分发挥其在集聚方面的潜力，更好地发挥辐射

周边区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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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thinking on Population Control for Megacities

WANG Zhiyong
(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28，China)

Abstract: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ha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urban patter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us population control for megacities needs to consider these aspects． As evolution of urban
pattern，megacities have turned from single center cities into metropolitan areas with multiple centers，as
well as urban agglomerations． Urban rural labor market has broken through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Meanwhile，megacities have finish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ed into a service occupied structure．
Those changes make it necessary for rethinking population control for megacities from an angle of
metropolitan area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Using the definition of Functional Urban Area by OECD，

based on population census data and geographic data，we constructed a system for functional urban area
for China． Based on this system，we define the area of urban agglomeration for megacities． As indicated
by statistic data，population growth in first tier cities has turned from high rate into low rate even negative
rate，with population scale reaching a steady state． Population issues in megacities embody mainly in
structural imbalance． Thus the key for population control for megacities is to promote population
extraction from urban center so as to facilitate spatial balance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Key words: megacities; population control; metropolitan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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